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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制约研究
＊

张丽娟 〔美〕吴 鹰＊＊

内容提要 伴随中美贸易总量与不平衡的同步扩大，双边贸易的依

存度也有改变，美国对中国出口市场依存的提升表明，寻求扩大在中国的

经济利益是美国商务外交的目标之一，但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远远

高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因此，增加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筹码。
对相互投资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美国的国债投资利于美国维持超低

利率水平，反过来刺激了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而进一步维系了中美

间贸易与资本之间的高度互动。对中美和美日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制约的

比较分析表明，尽管中国市场相对于日本更开放，但由于中美战略互信

的缺失，使得中国时常成为美国贸易政治的主要目标国。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中美关系 贸易与投资 商务外交 经

济性制约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Ｒelations) 将“商务外交宽泛定义为

美国为了实现其全球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实体进行的扩大或减少商务合作的

任何行动”。① 美国商务部最早使用“商务外交”( commercial diplomacy) 这一术语，

意在将贸易目标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而不是边缘，它意味着美国政府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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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其国家利益目标时除了一贯使用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杠杆以外，还有一种正在

变得日益重要的杠杆，那就是商务杠杆。①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研究认为，商务外交的必要性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

家，由于种种原因，总是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商务联系。因此，不论针对哪一类

国家，美国的商务外交策略均具有多重目标: 首先是经济和商务目标，即实现贸易

和投资在全球的扩张，从而保障国内就业增长和经济稳定; 其次是政治和民主价值

目标，主要通过谈判和签署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突出贸易政治在国际关系调

整中的作用。正如佐利克所言，“以自由贸易的攻势激发新的政治活力”。② 最后，

商务外交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即将贸易政策与安全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

服务于维护美国国土安全和反恐的需要。
简而言之，商务外交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以外交为目的，将扩大贸易与投

资作为推进外交的有效途径; 二是通过商务目标的实现影响和推进其他非商务目

标的实现，将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双赢效果延伸到政治外交领域，乃至军事合作领

域。作为外交与商务的交融，商务外交旨在对能够影响甚至主导全球贸易和投资

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性制约。这里将“经济性

制约”简要定义为，两国间主要经济因素的互动、制衡和影响，具体体现在一系列

反映双边经济关系的指标上，诸如贸易依存度、相互投资依存，以及多年来形成的

两国间在金融、投资和贸易平衡等方面存在的互动均衡模式。
引入“经济性制约”这一概念，目的是通过分析反映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

密切程度的主要经济变量，进而解读它们对中美商务外交关系的影响与制约。近

年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对两国外交关系的制衡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这是研究中美商务外交经济性制约的意义所在。文章尝试以经济学的视角，对制

约和影响中美商务外交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主要经济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选

择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变量时，主要依据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那些最能够代表中美

双边商务往来规模的变量，这些变量指标大致有两类: 双边贸易依存度和两国间的

相互投资依存。在对贸易与投资的实证分析上，本文具体选择了四个变量: 美国对

华直接投资、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中国对美国的净出口和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
需要说明的是，选择人民币汇率这一变量主要是考虑了贸易和投资必须使用的相

对货币价格( 即汇率) ，这也正是中美经贸关系中一个最敏感的经济要素。文章通

过综合考察上述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过程，尝试反映中美之

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影响程度，也即经济性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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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双边贸易总量与不平衡双增长

从 1979 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外交的经济性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

展阶段。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增

强，中美关系中的经济性特征更为突出，双边贸易总量的持续增长是中美关系经济

性不断增强的最直接体现。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的数据显示，2012 年的中

美双边贸易额总量是 1985 年的 69. 5 倍，是 1995 年的 9. 4 倍，是 2001 年的 4. 4
倍。① 中美双边贸易除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略有回落外，其他年份均呈现连续

增长，中美间的商务往来程度逐渐加深。从 2001 年到 2012 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

高达 477%，中国成为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 见表 1) 。

表 1 美国出口额的地区分布 ( 单位: 百万美元)

2001 年出口额 2012 年出口额 增长幅度( % )

世界 729100 1563600 114
日本 57451 70046 22
英国 40714 54817 35
中国 19182 110590 477
德国 29995 48785 63

资料来源: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Foreign Trade Division，available at: www． census． gov。

在中美双边贸易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美中贸易逆差呈现扩大趋势。从总体

上看，近 20 年来中美商务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双增长”，即双边贸易总额的稳步增

长( 见图 1) 和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持续增长。从美国对华进出口贸易结构上看，美

国从中国的进口贸易总额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总额，因此，美国对华贸

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虽然中美学术界对逆差的具体统计数据存在争议，但对于

因统计方法缺陷导致逆差被夸大的事实中美也存在广泛共识。根据 2013 年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和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合作研究估计，以 2009 年为

例，如果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按照出口前的经济附加值( value-added) 口径统计，那

么，美国当年对华贸易逆差总额会减少 25%。②

持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使得美国某些政治家将“中国制造”与美国失业率

居高不下联系起来，却忽略了中美全面经济依存对双方的积极影响，特别是中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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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对华贸易走势( 1985—2012)

资料来源: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Foreign Trade Division，available at: www． census．
gov。

美国出口的最大潜在市场这一事实。2009 年 9 月，奥巴马政府以保护国内就业为

名，针对中国制造的汽车轮胎启动特别保障措施，开征为期三年的特别关税。但美

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2012 年 4 月的研究表明，该项贸易保护措施实际上是以

美国付出更高代价而告终。该研究分析认为，即使最乐观地估算关税保护效应，此

项特别保障措施最多也仅保护了美国轮胎业 1200 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由于此

项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美国消费者却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同样的轮胎，从而

抑制了消费并间接导致了零售业就业机会的减少。如果把轮胎制造业受到保护的

就业机会和零售业丧失的就业机会相比较，那么，此项轮胎贸易保护主义的成本实

际上是美国净损失了 2531 个就业机会。①

有关将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简单归因于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特别是中美贸易

逆差的评论，同样缺乏依据。正如鲍尔森所言，这些批评家们也许对这样的事实感

兴趣，那就是上一次( 1991 年) 当我们( 美国) 的贸易为顺差时，我们( 美国) 的经济

却处于衰退。② 事实上，还没有证据表明不断扩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与美国缓慢的

经济增长直接相关。恰恰相反，自 1980 年以来，在经常项目逆差增长为国内生产

总值( GDP) 的 0—0. 5%的年份，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 3%，而当经常项目逆

差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0. 5% 的年份，其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则高

达 4. 1%。③

过去 30 多年的中美贸易表明: 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商务往来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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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双边商务利益关系日益密切，双边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正是对这种日益加深的

商务关系的最好反映。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存续和双边贸易摩擦频繁，也与双边

经贸关系的紧密程度呈正相关。中美贸易摩擦增强不仅不能说明中美商务外交疏

远，恰恰相反，这正是由于双边商务外交加深所致。事实上，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加

拿大、欧盟、墨西哥、韩国和日本等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其主要的贸易争端诉

讼对象国。由于中美在全球国际分工中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双边贸易存在比较优

势下的互补共赢，而且这种互补共赢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
中美关系的经济性互动趋强是中美商务外交的主流。

二、中美贸易依存度的分析

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是考察两国外交关系时不能忽视的变量。尽管中美贸

易摩擦不断，但双方对对方市场的依存度都在逐步提高。为了考察美国对中国市

场和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这里引入“出口依存度”这一经济变量:

A 国对 B 国出口依存度 = A 国对 B 国的出口贸易总量 ÷ A 国年度出口贸易总量

为了分析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依存度，以下选取了 1992—2012 年美国出口

贸易统计数据，将美国对华出口依存度与对日本出口依存度进行比较，以更好地验

证中美贸易的依存度走向及其影响。图 2 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统计数据

计算得出的两个序列数据及趋势线: ( 1) 美国对中国出口依存度; ( 2) 美国对日本

出口依存度。

图 2 美国对华和对日出口依存度比较( 1992—2012)

资料来源: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Foreign Trade Division，available at: www． census．
gov。

由图 2 可知，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对日本的出口依存度与对中国的出口依存

度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2007 年两个依存度出现交叉，表明当年美国对中国和日

本的出口依存度大体相当，对中美商务外交关系而言，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

折点。从 1992 年以来的 20 年里，美国对华出口依存度呈现稳步提高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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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美国对华出口市场依存度为 7. 1%，对日本出口依存度为 4. 5%。
美国对华出口依存度的上升表明，中国市场对美国出口商的吸引力不断提升，

共同的商务利益是引领两国积极务实商务外交的基石。而 2012 年以来美国财政

部有关中国在是否操纵货币汇率方面较为审慎的表态也表明，美国开始正面认识

中美贸易与投资对美国的经济和战略意义，多数美国产业也青睐对华贸易。皮尤

( Pew) 2012 年 9 月的一项民调表明，84%的专家①认为，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贸易

关系对美国对外政策非常重要，而在来自政府部门的被调查者中，只有 33% 的人

认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同时也有 49% 的专家认

为，在对中国的经济和贸易问题上，美国应该强硬。② 可见，中美两国既有战略互

疑，也有经济和贸易上的互存。总体上，美国对发展良好的中美关系正在走向乐

观，但忧虑仍存。尽管中美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等方面仍存在分歧，但由于双方经

济和商务利益关系的关联性逐步增强，美国在对华外交政策方面不得不顾及其在

中国广泛的经济利益，中美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制约因此得以加强。
当然，中国对外贸易对美国的出口依存度偏高也是事实。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出的中国出口贸易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

依存度不仅绝对值高于美国对华出口的依存度，而且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后者。
从 1985 到 1991 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占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不到 10%，1992
年这一比例超过 10%，并在 1993 年迅速提高到 18. 49%。在 1998 年超过 20% 之

后连续 10 年维持在 20%左右的高度依存。2008 年以来，中国出口贸易对美国市

场的依存度依然高达 17%—18%。( 参见图 3)

图 3 中美出口相互依存度( 1992—2012)

资料来源: 美国对华出口依存度计算数据来自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available at:
www． census． gov; 中国对美出口依存度根据中国各年度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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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趋势上看，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的依存度居高不下，而美国对华出口的依存

度则是缓慢提升。中国对美国市场持续偏高的依存度可能产生如下政治经济效

应: 就政治而言，中国对美国市场过高的依存度增加了美国政治家和利益集团提升

贸易保护水平的砝码，容易刺激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使制度性贸易保护更加

隐蔽; 就经济而言，美国经济波动和人民币汇率变动等因素对中国对美出口存在显

著制约，贸易风险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双边经济互动日益加强，一方对另一方经济的整体意义仍

在提升。对中国而言，由于中国对美国贸易的结构调整短期内难以实现，中国经济

对中美贸易高度依存的局面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并将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 1)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存度仍将偏高; ( 2) 中国对美出口

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并仍将远远超过美国对华出口的依

存度; ( 3) 美国经济的波动对中国产品出口美国有直接影响。
从长期看，对美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然较大，若中国拉动内需政策效果显

现，这一影响的程度会有所降低。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对美国贸易和投

资乃至整体经济的影响也在逐步增强。这是中美共同商务利益存在的基础。

三、中美相互投资的分析

中美相互投资主要包括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国投资。为了便于检验

中美相互投资的制约程度，以下分析还引进了另外两个经济变量: 中国对美国的净

出口、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

( 一)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 对华直接投资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不高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投向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欧洲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

的主要投向区域。在亚洲和大洋洲，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的国家和地区依

次为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占美国对外直

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近年来只有 0. 8%—1. 6%，且在美国对亚太投资总额中所占比

重也相对较低，基本不足 10%。这与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和亚太经济中所占

的比重显然是不对称的( 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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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与对华直接投资比重( 2000—2010)

( 单位: 百万美元)

年份 美国对外直
接投资总额

美国对华
直接投资

对华直接投资占
美国对外投资

总额的比重( % )

美国对亚太
直接投资总额

对华直接投资占
美国对亚太投资
总额的比重( % )

2000 1316247 11140 0. 8 207125 5. 3
2004 2160844 17616 0. 8 374754 4. 7
2005 2241656 19016 0. 8 375689 5. 0
2006 2477268 26459 1. 0 403637 6. 5
2007 2993980 29710 1. 0 444101 6. 6
2008 3232493 53927 1. 6 484796 11. 1
2009 3547038 49799 1. 4 518516 9. 6
2010 3908231 60452 1. 5 611143 9. 9

资料来源: US Census Bureau，Table 1296-US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Abroad on a Historical-
Cost Basis by Selected Country。

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吸收外资总额中的比重较低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美国对华投资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也不大。根据

中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在中国全部利用外资总额中的比重 2001 年为 10. 4%，

2005 年为 5. 1%，2008 年为 3. 2%。在 2013 年 10 月商务部公布的 2013 年 1—7 月

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美国仅占 3%。但就经营情况看，美国海外投资的收益率

高，且多数处于赢利状态。
3． 美国对华投资领域主要在制造业且主要销售市场在中国

由于中国金融业开放度不高，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独资或合资建设

生产基地或研发基地等方式。根据美国制造商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
facturers，简称 NAM) 的数据，美国制造商对华直接投资仅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的 4%，自 1999 年以来每年大约 19 亿美元，投资规模仅相当于投资比利时这样一

个小国，而同期美国投资加拿大和英格兰的总额是投资中国的 3 倍之多。
美国制造商协会同时承认，美国制造业投资中国的主要目的不是简单寻求低

廉劳动力，而是寻求高效率和高技能同时又相对廉价的工人。在这方面，中国劳动

力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报告表明，一个中国工人一小时所完

成的工作，一个美国工人只能完成其中的 18%。也就是说，雇佣一个美国工人的

成本与雇佣五个中国人的成本相当。① 此外，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很多且比

例也很高，在人力资源和技术工作岗位方面具有明显的人才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并不会减少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美中贸

易全国委员会(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在 2013 年 1 月发布的名为《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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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 推进共赢的贸易政策》的报告中指出，对于美国商界而言，中国是一个

2500 亿美元甚至更大规模的市场。94% 的企业认为它们在中国经营主要面对的

是中国市场而不是打造出口平台。2010 年，在华美国企业生产产品的 74% 在中国

本土销售，销售额达 1250 亿美元，仅有 8% 出口美国市场。在中国本土销售同样

支持了美国的就业，因为主要零部件和技术研发与设计等仍由其设在美国的公司

总部完成。① 即使在美国销售的那一部分“中国制造”产品，每一美元售价中，也有

55 美分是“美国制造”，因为“中国制造”从到达美国口岸再到商家销售这一巨大

的供应链中，均为美国本土服务业创造了就业机会。② 即便美国商界减少对华投

资，它们也不会将投资直接转移回美国，而是继续在亚洲寻找具有比较优势的投资

目标国。

( 二) 中国对美国投资

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投资问题备受关注，一度成为政治和战略上都十分敏感

的话题。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中国公司通过投资并购等途径

进入美国，另一类是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形成的主权债务基金。从图 4 可以看

到，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资本项目特别是对外投资尚未完全

开放，再加上人民币的可兑换性有限，中国国际投资结构长期以来是以官方储备资

产投资为主( 约占总投资的 2 /3 ) ，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诸如贸易信贷、
贷款及货币和存款等其他投资类别都极为有限。

图 4 中国国际投资结构
资料来源: 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数据计算整理而成。需要说明的是，图中数

字代表该类投资占当年总对外投资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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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China and the US Economy: Advancing A Winning Trade Agenda，”
January 23，2013，www． uschina． org / info / trade-agenda /2013 /uscbc-trade-agenda-report． pdf，2013-02-10．

Galina Hale and Bart Hobijn，“The US Content of‘Made in China’，”FＲBSF Economic Letter，The
Federal Ｒ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Issue 25，Aug． 8，2011．



2011 年，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为 2. 5478 万亿美元，比 2010 年增长了

14%。其中，英国为 4422 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其次是日

本，2895 亿美元，然后依次是荷兰( 2403 亿美元) 、德国( 2159 亿美元) 、瑞士( 2117
亿美元) 、加拿大( 2109 亿美元) 和卢森堡( 1904 亿美元) 。①

中国公司在美国并购的案例近年来呈增长趋势，但成功的案例不多，金额也不

大。根据美国荣鼎集团( Ｒhodium Group) 的研究报告，2012 年，中国公司在美国投

资仅 65 亿美元，相比上述国家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微不足道。在美国人口普查局公

布的“1291 表”中，②由于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规模极小，没有列出关于中国的

数据。
即使规模极小，中国对美投资还是引发了美国政治家的高度警惕。作为外商

投资审查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
nited States，简称 CFIUS) 在进行投资项目审批时，投资来源国是最为敏感的审查对

象。作为经济大国，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和并购近年来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面临

着更多的政治顾虑和更为严格的投资项目审查。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各州政府对

来自中国的投资普遍持欢迎态度，因为中国投资带动了地方经济和就业。在中国

对美国投资涉及的 35 个州中，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纽约和伊利诺伊州占了总量

的 52%。中国对美投资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刺激经济，促进竞争，增加就业，进

一步促进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在金融危机后，中国对美投资可以增加美国就

业，使美国企业获取紧缺的研发资金，促进创新，巩固美国的制造业基础。与此同

时，两国之间的投资也可以促进双边贸易。③

中美之间有关主权财富基金问题的讨论旷日持久。截至 2013 年 9 月，中国持

有美国国债 1. 29 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某些美国政治家担心中国

持有美国国债可能会导致种种不良后果。实际上，主权财富基金问题释放的最重

要信号是中美之间经济性制约的加强。中美任何一方目前还没有停止交易美国国

债的意愿，因为任何单方面的行动都只能产生双输的结果，只有双方继续合作才有

可能双赢。

( 三) 关于双边投资贸易相互制衡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美在投资和贸易领域的相互影响，以下选择了四个变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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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 Lowe，“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s for 2009-2011: Detailed Historical-Cost Positions and Ｒ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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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证分析检验: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中国对美国的净出口

和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这些经济变量直接反映了中美两国经济往来的主要指

标: 前三个关于双边经济活动的变量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 BEA) 报告的美国国

际收支平衡表，用以刻画中美双边贸易双边投资等经济交往的规模; 最后一个变量

则是反映贸易和投资必须使用的相对货币价格，即汇率。对这些直接影响双边经

济活动的四个变量进行分析，旨在量化研究中美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制约。实证分

析使用的是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tor Error Corrections Model，简称 VECM) ，其主

要目的是考察上述四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在短期失衡条件下的动态

调整过程，以便集中反映国际收支平衡表所揭示的中美商务外交的主要经济性制

约因素及其动态变化。
首先，关于时间序列变量走向和趋势的分析。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净

出口持续稳步增长。尽管自 2005 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开始进入升值通道，但中国

对美国的净出口仍持续上升。中国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和人民币有限自由兑

换的条件下，巨额外贸顺差势必转化为相应的官方美元外汇储备，并进而带动中国

对美国投资的持续增加。从 2000 年到 2012 年，中国对美国净资本流出平均为每

年 340 亿美元，而美国投入中国的直接投资平均仅为 6. 3 亿美元( 未包括美国对中

国的其他投资) 。中美之间这种“贸易-投资”的双边均衡，曾被称作“中美国”
( Chimerica) 模式。

其次，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检验发现，自 2000—2012 年，美国对华直

接投资、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中国对美国的净出口和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这四个

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主要体现在: 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美国对

中国的直接投资每增加 100 万美元，会最终对应着中国对美国将近 4000 万美元的

投资; 中国对美国净出口每增加 100 万美元，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会相应增加 290 万

美元; 而人民币对美元每升值一个基点，①由于以人民币计量的中国对美国投资

( 主要是对美国国债的投资) 资产额相应缩水，从而使得中国对美国投资额减少大

约 305 万元人民币。这一定量长期均衡关系具有可信的统计显著性水平，它在过

去十年间左右着上述四个变量之间的变动，表明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

和金融存在显著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中美商务外交发展和演变不能忽略的经济

性制约。
诚然，中国对美国净出口顺差与中国对美国投资在资金来源和资金数额上并

不直接对应。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并非全部由中国对美国净出口( 亦即对美贸易

顺差) 转化而来。中国之所以将大部分来自于国际贸易的盈余投资于美国国债资

产，一方面显现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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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利益攸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作为国际储

备货币的强势地位依然稳固，美国国债自然成为中国国家主权债务基金的首选。
再者，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总额也远远超出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额。如前所述，美

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虽增长迅速，但在总额和份额上均十分有限，这由一系列结构

性制约因素所致: 中国虽总体经济开放度有目共睹，但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程度

不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对华投资; 中

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力度不足也是美国高科技企业投资的主要顾虑。此外，美

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措施也限制了美国企业在华投资，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对本国

企业对华投资和对来自中国的投资频频采取加强调查甚至动用特别立法和特殊保

障措施加以制裁的做法，也同时增加了美国企业的经营风险，特别是影响了那些出

口导向型美国跨国公司的在华投资。
事实上，双边投资规模上的对等与数额上的平衡，对于中美之间保持长期相互

依存的动态均衡关系，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是私

人企业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其本身与联邦政府向中国售卖国债筹资没有直接关

联; 同样，中国在美国国债上的投资也完全不是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一种等量交

换行为。尽管中国对美国国债投资与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规模上是不对称

的，也不必然反映相互间的行为因果关系，但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所揭示

的定量长期均衡关系，则充分证实了最近 10 年间制约着中美商务外交经济性的量

化动态结构。
最后，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 Granger Causality Test) 对短期因果关系和长期因

果关系分别进行了测试。根据对每一个变量所做的轮回测试发现，各变量间长期

因果关系十分显著: 所有变量都能对非均衡误差做出有效内生反应和调整，体现了

均衡调整系统中所包括的变量的确起到了保证长期均衡关系稳定的作用。至于变

量间短期因果关系，测试结果凸显了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与其他变量的不同。除

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以外，其他变量都对影响其自身的所有其他变量的滞后值在

1%的显著性水平作出整体内生反应，表明了贸易与投资变量对于模型中除自身之

外的所有其他变量( 其他变量无论作为个体还是整体) 都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即其

他变量在解释和预测贸易与投资的未来值方面是显著有效的。相反，美元兑换人

民币汇率本身是一个弱外生变量，它对贸易与投资变量的滞后值( 不管作为个体

还是整体) 一概不能做出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反应与调整，这反映了中国中央银行

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程度，以及市场机制在决定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上的局限性。
此外，测试也表明，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无法对中美贸易的未来值做出统计上有意

义的预测，也就是说，认定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高估是构成中美贸易逆差原因的

论断缺乏统计依据。
综上所述，对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动态分析证明，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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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经济金融互动的基本特征明显存在。正如“中美国”模式所描述的，中国受益于

美国的直接投资，通过将自身的廉价劳动力与美国的资金与技术相结合，从而创造

出以外贸出口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而在资本金融账户尚未完全放开和人民

币未能完全自由兑换的条件下，中国巨额出口受益又势必转化为中国对美国的国

债投资。这种巨额官方外汇储备的积累有助于美国维持超低的利率水平，并反过

来刺激了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而进一步维系了中美在贸易与资本之间的互

动。此外，上述研究也表明，经验证据并不支持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具有内生性的

假设，因此，对于名义汇率在均衡调整中作用的过高估计似乎缺乏依据。

四、中美和美日商务外交经济性制约的比较分析

在分析研究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制约时，一个不能忽视的前提就是两国是否存

在安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战略互信，因为经济性制约的强弱首先取决于双边安全

利益的定位和战略互信的水平。以中美和美日关系为例，即使美国对华贸易的商

务利益已经超越了美国对日贸易的商务利益，也不能够简单地推论认为中国在美

国商务外交策略中的地位高于日本。事实上也是如此。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美日

业已存在的战略同盟是双边商务外交关系的重大前提。因此，尽管 2003 年中国已

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且美国对日本出口依存度不断下降，但

这些并没有对日美商务外交产生负面影响，如导致更多的贸易政治等。相反，尽管

事实上中国在全球的崛起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并同时带给美

国巨大的商务利益，但由于中美之间可能的( 或如至少某一方所认为的) 潜在安全

利益冲突，使得美国国内出现了“中国威胁论”，视中国的快速发展为对美国的

威胁。
因此，如果将安全利益和战略互信作为先决条件，美国对华贸易依存度的提高

所产生的经济性制约必然有其局限性。由于安全利益位居美国国家利益之首，以

安全利益为大前提，美国对日和对华商务利益的比较和考量就退居其次了。美国

的国家利益本身隐含着对日本和中国的不同战略:“确保盟国的生存和积极合作”
以及“在与美国国家利益保持一致的前提下，与可能成为战略对手的国家( 中国和

俄罗斯) 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①这基本反映了美国基于国家利益前提下对日本

和对中国的不同商务外交策略。这一点是分析中美商务外交经济性制约时不能忽

略的前提。
美日两国确立的战略同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的政治机制安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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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两国称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机制，这是美日两国几十年来外交政策的基石。因

此，美日战略互信事实上已经成为双方利益的最重要保证，这预示着美日之间不会

因为商务利益的分歧而带来对外交关系的实质性负面影响，相反，这种战略同盟与

互信关系成为制约双边商务利益的外交框架。在这一安全利益机制的框架下，日

本成为美国在亚洲最紧密的军事、政治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盟友。
鉴于美日战略同盟的存在，虽然双方在贸易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但由于双边

外交深深根植于双边战略同盟的框架之中，因此双边贸易战爆发的可能性大大降

低，并且两国仍能保持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在奥巴马政府的

转向亚洲战略中，日本更是美国主要的轴心国。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和人民币汇率问题日益突出，这不能不让人想起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与日本的商务外交所面临的相似背景。当时日本同样面临着

与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及美国要求日元升值的巨大压力。不过，今天中美关系

的背景与当时美日关系的背景存在本质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美之间不存在像美日之间那样共同的安全利益和战略互信，而“美日

战后的安全同盟却降低了美国贸易指责的水平”。① 因此，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

策略将日本置于核心地位，将日本纳入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谈判国，其

中商务外交的政治性对经济性的反制约显而易见。
其次，当年的日本市场还远不及今天的中国市场开放。日本的大米市场长期

实施严重的贸易保护，美国听之任之。而今天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中国威胁

论”却在美国盛行。这表明，除非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达到一定高度，否则，中美

经济相互依存对中美商务外交的积极影响仍将受到政治和战略因素的约束，这也

充分体现了商务外交中外交与经济的制衡。
再次，当今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比 20 世纪 80 年代日元

升值的国际影响更为广泛且复杂，因为全球化已经将各国经济、贸易与金融等要素

密切联系起来，各经济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制约与制衡加剧了，但市场更为脆弱。
这将会约束美国对人民币汇率单方施压的力度，因为复制“广场协议”模式对美国

利弊并存甚至弊大于利。
最后，中国经济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与当年日本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之程度也完

全不同。当今的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具有多元效应，“中国因素”几乎成为

每个重大国际政治和经济议题不能回避的考量因素。尽管中美两国在经济和贸易

问题上进行了非常广泛的对话和其他形式的互动，双方仍存在程度很高的战略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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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① 因此，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问题既有双边性，也有多边性; 既有政治性，也有

经济性。一方面，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显示出双方在商务利益实现上的相互依赖;

另一方面，中美贸易中涉及到本国商务利益实现时，又必须兼顾本国国内利益攸关

者和外交关系背景下的国际利益攸关者，因此，中美经济和贸易及其政策取向往往

具有深刻的国际政治意义。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使得美国部分政治家担忧中国

的崛起会对美国霸权形成挑战，并有可能进一步威胁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这

种政治性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处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高度敏感区，在“全面接触”
和“战略性伙伴关系”之间徘徊。

美国政府曾尝试放弃动辄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的传统外交模式，将中国定位

于美国的“利益攸关者”，期望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道维持、适应和提升和平

的国际体系以确保其成功。② 但面对国内产生巨大就业压力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干

扰，美国政治家对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添加了种种限制因素。例如，美国外国投资

委员会 2008 年否决华为收购美国网络技术公司 3Com，2011 年再次否决华为收购

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 3Leaf; 奥巴马政府 2009 年对中国出口美国的轮胎征收特别

关税，2012 年对中国太阳能产品反倾销和反补贴，随后限制中国私营公司对俄勒

冈州风力发电的投资，等等。
由此可见，中美商务外交与日美商务外交在经济性制约的影响程度上存在着

很大差别。从总体上看，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的巨大商务利益会对双边商务外交的

偏离产生良性约束，但这一约束的程度仍受制于双边战略互信是否能够建立及其

在未来的稳定程度。

结 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研究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 1) 中美双边贸易持续扩大，两

国各自商务利益的实现对对方市场开放度和潜在需求的相互依赖逐渐加深。美国

在中国经济利益的扩大已成为美国商务外交策略中不可忽视的制衡因素，但寻求

贸易平衡仍会继续主导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2) 由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明

显高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因此增加了美国对华贸易谈判的筹码。随着国

际分工进一步深化，两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都将可能会成为美

国政治家对华贸易政治的依据。美国贸易制度和政策将继续为美国国内利益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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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继续提供制度寻租空间，在反倾销等一系列问题上，获得先发优势。因此，美国

国内政治对中美贸易的干扰仍将持续下去，甚至可能会以牺牲部分经济利益为代

价; ( 3) 中美之间的投资互动依存明显存在。中国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和人

民币有限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其贸易顺差必然转化为对美国的国债投资，这有助于

美国维持超低的利率水平，并反过来刺激了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而进一步维

系了中美间贸易与资本之间的高度互动。
综上所述，中美商务外交关系中的经济性制约日趋增强，这种经济性制约对中

美商务外交产生了积极的推动，这是中美外交趋向合作与对话的基石。中国经济

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巨大的国内需求为美国扩大对华出口，从而带动美国就业增长

提供了机遇。与此同时，美国对华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对其他海外

市场的出口，也预示了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意义，美国在中国经济利益的进一步扩大

也将成为美国商务外交策略中不可忽视的制衡因素。
然而，对中美商务外交经济性制约的判定还取决于双边安全利益定位和战略

互信水平。一般来说，一个主体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或者经济开放程度) 决定和

制约着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和政治性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 如发达国

家) ，越会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推动外交目标实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

则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由此可以认为，经济性制约对商务外交起着决定性作用，不

过在中美商务外交中，安全利益和战略互信也对经济性制约存在显著约束。因此，

中美商务外交关系的稳定发展一方面取决于中美各自对对方的战略定位，另一方

面也受制于双边经济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依存与影响。正是为了寻求两者的平衡，

奥巴马政府特别强调了“经济治略”( Economic Statecraft) 的重要性。2011 年 10 月

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出:“经济治略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我们( 美国)

如何运用全球经济的力量和工具以加强我们( 美国) 的外交和在海外的存在; 二是

我们( 美国) 如何去让外交和海外存在服务于增强国内经济。”美国国务院具体实

施经济治略时强调，“国务院的主要行动体现在 4 个方面: 第一，更新我们的对外

政策重点，更多地将经济议题纳入其中; 第二，制定经济方案应对战略挑战; 第三，

加紧商务外交的步伐; 第四，建设外交能力去执行这一雄心勃勃的议程”。① 中美

商务外交对美国是挑战，对中国更是挑战，如何实现双赢，是一个具有国际政治经

济意义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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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two camps．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problems
of the two alliances is therefore as important as studying the military situ-
ation and power balance on the battl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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